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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中 “比照式执行” 的多重行为逻辑

何　 雷　 唐　 娜

【摘要】“比照式执行”是基层治理中政策执行的典型表现形式，因其所蕴
含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备受诟病，已有研究也多采取批判的态度看待“比照
式执行”模式，而从实质上看“比照式执行”囊括多重意涵。论文从科层体系
整体运行情境出发，对“比照式执行”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类别进行全方位描
述，更加辩证、全面地审视“比照式执行”的多重行为逻辑。论文基于Ｙ省精
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多案例分析发现：压力情境下以权力博弈、能力匹配作为核心
驱动力的“比照式执行”呈现出“比照式执行类型＝压力型科层体系＋权力能力
耦合形态”的行为逻辑，依据压力型科层体系中权力－能力耦合的不同境况，可
将“比照式执行”细分为“适应型比照式执行”“被动型比照式执行”“主动型比
照式执行”和“敷衍型比照式执行”４种基本类型，进而从中探讨“比照式执行”
在不同场景下的多重行为逻辑，以期丰富政策执行研究的现实图景。

【关键词】基层政府　 比照式执行　 权力博弈　 能力匹配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６ － ００２３ － １７

一、问题提出
从秦朝的“乡亭里”，到如今的“县镇村”，基层治理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一环。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神经末梢”，国家治理效能最终要通过基层的积
极履职来实现（赖诗攀、蓝燕敏，２０２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
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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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的服务”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如何更好地提供
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其政策执行的
最终落脚点。科层制是各级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各项政策抵达基层的重
要保障，这赋予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那么，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政府如何有效落实政策指令？“比照”上
级政策任务目标则成为其政策执行的首要选择。从词源意义上看，“比照式执
行”之“比照”与“参照”一词意义相近，即“比较、对照”，意为通过比较
来探究事物二者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在基层治理场域中，“比照式”情境在政
策过程中的政策执行阶段多有体现，有学者把“比照式执行”具象化为“唯上
思想支配下的一种机械刻板，拈轻怕重的政策执行样态” （徐彬、孙成尧，
２０２０），“比照式执行”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上级政策解构中的“以文件落实
文件”和政策落实中的“对标对表”的行动逻辑。

已有研究批判了“比照式执行”的消极影响，晋升“锦标赛”下追求依葫芦画
瓢式的“文件政绩”（范逢春，２０２１）遭到了学界否定，以及政策压力下无暇顾及
民众需求的“说一套做一套”“喊口号、低级红、阴阳脸”等不正之风也被学者口
诛笔伐（郭丰瑞等，２０２１）。但随之而来的矛盾是：如果基层政府在政策解构中不
“以文件落实文件”，如何防止政策目标异化？如果在政策落实中不“对标对表”，
基层政府在“全国一盘棋”的治理环境中又该如何有效实现上级政策目标？

从现实意义上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格局兼具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
（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因此，上级政府或职能部门出台的文件，需要辐射
整个行政区域。但我国行政区域辽阔，中央政策体现出目标性和导向性的特征，
各地区需要根据中央政策文件、上一级政策文件，结合地区实际，出台实施意
见或方案，从而推进政策的顺利落地。同时，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政策执行力
大幅提升，自下而上“讨价还价”的空间逐渐缩小（崔晶，２０２２），以上级文
件为比照，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行为的核心基准，“比照式执行”也成为基层治理
中政策执行在形式上的客观体现。因此，研究者们需要全面辩证地看待“比照
式执行”模式，深入探究其在不同政策场景下的应用类别，以此来洞察这种执
行模式的多重行为逻辑。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剩余控制权和治理能力的再审视
在“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的职责同构体制下（朱光磊、张志红，２００５），

·４２·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６

① 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第九部分第四条，载新华社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ｃ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ｔｏｕｔｉａｏｎ ／ ２０１９１１ ／ ｔ２０１９１１０５＿ ９６２２０． ｈｔｍｌ。



基层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达成的桥梁，但在实践中，即便有上级政
策方针的指导，基层政策执行仍难以符合预期，“政策变通”“政策偏差”等现
象常见于基层执行领域，当前对基层政策执行的相关研究，可以从权力和能力
两个维度进行解构。
１ ． 权力维度：剩余控制权
基层执行中不乏出现“重面子”“轻里子”的现象，重短期轻长远的变通式

执行（宋听松，２０２１），也不乏基于利益契合度和执行压力采取的相机执行
（徐建牛、施高键，２０２１），这类执行模式的逻辑起点存在一个共性，即有权对
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从理论观照出发，这与周雪光和练宏提出的剩余控制权理
论相契合，当前学界将政府内部契约中未能明确规定的权力（不完全契约）重
新概念化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３个维度（周雪光、练宏，
２０１２），并围绕政府各层级权力分配和任务发包互动过程解析不同的分配模式。
“比照式执行”模式正是契合了权力分配的逻辑，剩余控制权的存在，使职责同
构体制下的“形式主义”成为可能，也得以解释基层政府“抓包”执行、润色
检查材料、引导检查方向等行为出现的原因（王惠娜，２０１７）。

除了不完全契约以外，信息控制也是汲取剩余控制权的核心要件。在公共
政策执行过程中，社会层面的公共性事务很难与行政职能完全吻合（张园园、
石健，２０２２），“信息”则成为基层政府协调“行政事务”和“民众需求”的工
具，“比照式执行”中出现的“说一套做一套”现象正是信息权力下的产物。
这些作为代理人的基层政府虽不具备正式控制权（阳李，２０１９），但可以通过操
纵信息的传递，成为实际控制人，使委托人屈居幕后，成为形式意义上的橡皮
图章（戴治勇，２０１６）。可见，基于不完全契约和信息控制的剩余控制权构成了
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的权力基础。
２ ． 能力维度：基层治理能力
在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组织的负重运作困境经常发生且持续，

基层负重运作的“小马拉大车”现象屡见不鲜（丁煌、卫劭华，２０２１），此外，
政策目标人群不配合导致的执行难、“雷声大雨点小”难以触及目标群体需求的
现象也不少见（李慧龙、尉馨元，２０２１）。这些现象产生的背后体现出基层治理
能力的差异。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普遍趋势（张艳国、尤琳，２０１４）。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治理能力就是国家
清晰透明地计划和执行政策法律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２０１７）。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
现。”（习近平，２０１４：３）学界就此展开广泛探讨，有学者从政策过程视角把国
家治理能力细化为“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与政策执行力” （杨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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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聚焦基层治理能力的学者将治理能力分为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资源整
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合作治理的控制能力（楼苏萍，２０１０）。

首先，从本质上分析，基层治理意味着权力的运作，而权力又与资源相联系，
即行动者援用各种资源促使他人遵从或目标实现（陈柏峰，２０２２）。在此过程中，
权力行使者在政策执行中需要整合相应资源才得以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其次，
沟通协调能力也是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已有研究得出为了保障治理的正常运作，
在科层之外的沟通、讨价还价等沟通协调能力变得异常重要（楼苏萍，２０１０）。最
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不仅依赖基层政府单一主体，基
层政府如何发挥多主体的合作治理优势也是考验其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因此，
基层治理能力可以概括为基层政府执行各项政策目标所需能力的集合，其中主要
包括资源整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合作治理能力３个核心能力要素。

（二）权力博弈和能力匹配：一个分析框架
以上研究分别从权力和能力维度解释了“比照式执行”模式的基础，而我

国行政区域辽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有所不同，
并且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享有的剩余控制权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
认知，本研究通过建构“权力博弈－能力匹配”分析框架（见图１），以深描不
同情境下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的多重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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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权力博弈－能力匹配”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权力博弈
剩余控制权是基层政府行为逻辑的权力基础，在剩余控制权的加持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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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府策略化实施上级政策成为可能，因而剩余控制权的博弈结果直接影响着
基层政府的行动结果。长期以来，文件作为信息沟通、上传下达的治理工具而
存在，从中央到地方，红头文件几乎统领了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李林倬，
２０１３），以文件发包任务的形式是政令推行的重要方式。但作为文件接收端的基
层政府，并非是单纯的文件制发、传达者，而是一个有自主性的行动者（杜月，
２０１７）。

如图１所示，在压力型行政系统的运作过程中，逐级发包任务成为政府常规
的治理逻辑。上级政府会层层下压，将任务发包给基层政府。在此过程中，基
层政府即可借助任务发包时模糊化的政策设定获取剩余控制权，以扩充自由行
动的空间并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在权力博弈中取得先机。此外，行动者的选
择和偏好取决于信息（韩志明，２０１９），上级政府的行动偏好选择也不例外，处
于上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基层政府，能够直接获取上级政府的目标，在政策方
案执行过程中可以基于信息掌握的优势，利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保留政策操作
的空间（黄六招，２０２２），以此采取策略化的执行方案。同时，相较于上级政
府，基层政府作为民众的直接接触者，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地方实际情况，执
行过程中对政策进行策略化调整，适当隐匿信息偏差，使政策方案以及执行效
果在形式上达成上级政府设定的目标。

然而，过多而不受限制的剩余控制权易于导致基层治理中执行乱象的产生。
因此，上级政府在出台某些政策时可能通过设置明晰化的文件执行条例，保留
剩余控制权以限制基层政府策略化实施政策的空间，确保政策任务得到不折不
扣地执行。因此，围绕政策执行过程，剩余控制权的汲取成为基层政府和上级
政府权力博弈的客体要件。
２ ． 能力匹配
能力匹配是指政策目标实现需要匹配的治理能力。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是

上级精神能到达地方，更重要的是将上级文件精神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完成上级发包的任务目标，对上负责，
并且有效回应民众需求，供给公共服务，这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重大
考验。从理论上分析，基层政策执行需要“权责匹配”和“权能匹配”，但现
实情境中却不乏出现“小手端大碗”“小马拉大车”现象，基层治理中基层政
府的“超负荷”运转在已有研究中多有体现，从本质上看这些情境可归结于基
层治理能力的“力不从心”。

基层政府在承接上级政府发包的任务时，需要相当程度的治理能力支撑以
使政策有效落地。而在为民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为回应民众多样化的需求，
资源整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合作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基层政府的资
源整合能力为政策实施推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与治理对象的沟通协调能力
则是基层政府疏通政策执行阻梗、有效落实政策的基础。此外，与多主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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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吸纳不同主体的治理优势是协同推进治理目标的关键。上述３种能力的
有机结合，有利于将上级政策目标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治理能力不匹配成
为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产生的潜在诱因。
３ ． 权力博弈与能力匹配
现代化基层治理情境下，越发强调基层政府因地制宜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这为权力博弈提供了实践空间，但权力的增减并未消解以往治理能力不匹配带
来的负面效应。治理依附于权力的运行，在科层体制中，处于“末梢”的基层
政府拥有剩余控制权的运作空间，使其调适政策执行过程成为可能。一方面，
在权力博弈中汲取剩余控制权的基层政府通过策略化调适，使政策更适应当地
的实际，准确落地；但另一方面，调适执行也易导致政策目标的异化。此外，
政策目标的实现还受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科层制行政体制下，同级基
层政府需要执行同一政策任务，但不同基层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合作治理能力却千差万别，治理能力的差异直接制约着政策执行的效果。
因而，以权力博弈和能力匹配的交互影响作为诠释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
的支点，成为全面剖析“比照式执行”多重行为逻辑的关键路径。

三、“比照式执行”：Ｙ省Ｘ县、Ｊ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案例呈现
本研究以“权力博弈－能力匹配”二维矩阵作为“比照式执行”的分析框

架，深入探究“比照式执行”的多重行为逻辑和理论内核。作为一种政策执行
现象，“比照式执行”离不开特定的现实场景。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４—５月和２０２０
年７—８月在Ｙ省Ｘ县和Ｊ县４个乡镇与扶贫干部和群众进行深度访谈，同时以
扶贫实习人员的身份直接参与扶贫现场，通过对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
程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对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的深度访谈获取了一手素材。为
保证案例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案例选择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案
例调研所在的Ｙ省Ｘ县和Ｊ县同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它们与全国其他贫困县所
面临的治理困境具有类似特征，在国家扶贫攻坚政策推行的背景下，基层政府
都在执行落实相同的政策任务，所以案例选择符合代表性要求。另一方面，从
政策过程视角分析，案例具备可观察的科学性特征，案例中精准扶贫政策处于
政策执行后期及结果验收阶段，通过对政策执行整个过程的参与式观察，研究
者能够清晰完整地考察该政策执行落地的全貌，进而对该政策执行进行全方位
的把握和剖析，因此，案例选择符合科学性要求。

（一）Ｘ县Ｄ乡：产业扶贫政策的在地化调整
产业扶贫作为一种内生机制，是精准扶贫的战略任务和重点领域，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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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特色产
业脱贫，制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规划，进而“因地制宜”成为产业扶贫政
策推进的标签，Ｘ县Ｄ乡也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借助模糊化政策设定和信息权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获
取了强剩余控制权。

但在Ｘ县Ｄ乡特色核桃种植业的发展前期，诸多困境层出叠现，如Ｘ县Ｄ
乡村干部所言：

“Ｄ乡虽然自行决定发展核桃产业，但是前期收益并不理想，甚至也想
过换产业。”（访谈记录，ＸＤ － Ｚ姓村干部－ 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Ｄ乡产业发展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如何走出困境成为Ｄ乡产业发展的重点。

在本地区强治理资源的加持下，Ｄ乡迎来了“柳暗花明”的契机。以２０１９年度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分配为例（见表１），Ｄ乡所在的Ｘ县涉农资金投入充
足，较Ｊ县而言，还增加了本级政府投入，在资金投入中占有先决优势。

表１　 Ｘ县与Ｊ县２０１９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单位：万元）

贫困县 年度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

中央源头
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省级源头
整合切块资金

市级源头
整合切块资金县级安排资金

Ｘ县 ９００００ ４２０５０ ２６ ３４０５９ 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９０

Ｊ县 ４５５０４ ３４７１２ １０７９２ ０ ０

注：“年度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包括中央源头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省级源头整合切块资
金，市级源头整合切块资金和县级安排资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Ｘ县、Ｊ县人民政府官网和调研数据整理归纳。
但Ｄ乡产业的成功并不只得益于雄厚的物质基础，还有赖于沟通协调能力

和合作治理能力的发挥。在产业发展中后期，Ｄ乡调整激励政策，将资金资源
充分内化为治理动力，通过构建奖惩激励机制，制定产业扶贫奖惩制度以有效
推进产业扶贫政策。同时，借助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借企纾困。

“后期我们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依托Ｌ乳液有限公司，
发展核桃深加工业，最后不仅完成了上级的要求，还增加了贫困户的收
入。”（访谈记录，ＸＤ － Ｚ姓村干部－ 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除此以外，Ｄ乡还致力于打通交流壁垒，让贫困户、合作社成为产业扶贫的

主角，构建“村党总支＋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合作模式，通过土地租赁的方
式让闲置土地发挥作用。正是在上述强资源整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合作治
理能力的助力下，Ｄ乡产业发展才走出了困境。由此可见，Ｄ乡在强剩余控制权
与强治理能力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政策的在地化调整，高质量达成了上级政
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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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Ｘ县Ｐ乡：危房改造政策的裹挟式推进
扶贫工作任务繁重，但对基层政府而言，危房改造政策执行无疑是一块难

啃的硬骨头。住房安全作为“三保障”之一，若危房改造政策执行发生疏漏，
易带来致贫、返贫风险。面对严峻的治理形势，上级政府严格规定了完成目标、
考核标准、补助对象，并提供了一套完整而清晰的程序化执行标准（见表２）。
同时，上级政府还对危房改造后的旧房处置作了详细规定。因此，危房改造政
策执行中基层政府的调适空间被上级执行标准严重限制，剩余控制权被上级政
府极大压缩。

Ｘ县Ｐ乡Ｈ姓帮扶责任人坦言：
“为了拆房子，我们‘得罪’了很多人。大家都不想拆，但是上面有规

定，这些危房必须拆除，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访谈记录，ＸＰ － Ｈ姓
帮扶责任人－ 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表２　 Ｘ县２０１９年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和危房拆除政策

人员类别 四类对象 非四类无力建房对象
Ｃ级 Ｄ级 Ｃ级 Ｄ级

改造方式加固改造加固改造后不达要求的拆除
重建 加固改造加固改造后不达要求的拆除

重建
补贴金额 每户２ １万元 每户１万元

拆除重建
新房面积

１—３人户４０—６０ｍ２
１人户不低于２０ｍ２
２人户不低于３０ｍ２
３人户不低于４０ｍ２
３人以上人均建筑面积在１３ －
１８ｍ２

实行一户一宅，拆除重建房
屋后，宅基地占地面积城市
规划区内不能大于１００ｍ２，
农村不能大于１５０ｍ２

注：“四类对象”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
家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Ｘ县人民政府官网和调研数据整理归纳。

回溯Ｘ县危房改造过程发现，Ｘ县投入大量资金，并通过构建激励机制鼓
励民众拆除危房，并且为危房拆除、复垦、复绿的民众提供补助，从资金注入
层面发挥资源的强整合作用，但是危房改造政策执行仍遭到诸多阻碍。究其根
本，归因于危房改造相关程序严格，Ｐ乡剩余控制权被极大压缩，政策执行适应
性调整的空间狭小，很难满足民众的需求。

因此，即便有强治理能力的加持，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房改造政
策执行的压力，在上级政策文件“牵着走”的情况下完成了危房改造与拆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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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但也遗留了一系列至今难以纾解的问题。如Ｐ乡Ｌ姓帮扶责任人所言：
“９５％的危房是理应拆除的，但有５％的生产用房可以修缮后继续使用

的，但当时满足危房标准，直接就拆了。现在外出务工的民众回家务农，
又没有地方搞养殖，我们也很为难，现在都还有些人三天两头地来闹。”
（访谈记录，ＸＰ － Ｌ姓帮扶责任人－ ２０２００４２８）
Ｐ乡在危房改造政策推进过程中，策略化实施政策的剩余控制权被上级政府

严格的实施标准不断压缩，即便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在执行时也不得不采取
“按表填空”的行动逻辑，被裹挟着完成了上级发包的任务，而无力有效回应民
众需求，甚至遗留了一些潜在矛盾。

（三）Ｊ县Ｓ镇：健康扶贫政策的策略化执行
健康扶贫是推进精准扶贫过程中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重要

措施。自中央颁布健康扶贫政策后，Ｙ省立即形成了省－市－县－乡各级政策
执行方案。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作为监测贫困人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必要措
施，是健康扶贫政策整体推进的重点领域。为有效保障贫困户的健康，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在贫困地区全面铺开，贫困地区家庭签约率逐渐攀升。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量”与“质”存在鲜明反差，Ｊ县Ｓ镇就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量质不平衡”的一个典型缩影。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虽然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但在任务发包过程中，上级
文件缺乏明晰的监督审核条例，又未提供“治理工具包”，加之上下级政府获取
信息的不对称，Ｓ镇借助政策模糊化设定和信息掌握便利在权力博弈中取得了先
机，获得了强策略化实施政策的权力，即强剩余控制权。

在此情境下，本应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的健康扶贫政策却出现了诸多问题。Ｊ
县Ｓ镇由于地势原因，房屋大多依山而建，且居民居住过于分散，为完成上级
任务目标，“重量轻质”的“重签约、轻服务”策略成为Ｓ镇政策执行的首要选
择。Ｊ县Ｓ镇Ｌ姓村医坦言：

“贫困户是要１００％签约服务的，这与工作绩效挂钩，可系统只会在特
定时间开放，我们工作太多太杂，卫生室人又少，只能先签约，后期再加
班服务。”（访谈记录，ＪＳ － Ｌ姓村医－ ２０２００７２５）
但所谓的加班服务，却没有明确的期限，甚至不了了之，无法切实满足民

众的健康服务需求。
除重签约轻服务外，Ｊ县Ｓ镇还存在一个“重量轻质”的特殊策略，即替代

执行。虽对签约服务率有严苛的规定，但达成目标过程具有可操作性，基层政
府掌握的信息为签约服务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家庭签约服务要求“逐一入户”，
但入户方式可由基层自由把握，强剩余控制权的存在并未助益政策执行，而是
为基层政府的策略行动提供了便利。因此，Ｓ镇工作人员采用了贫困户自行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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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室或活动室签约的方式代替“逐一入户”签约。Ｓ姓村医也无奈道：
“辖区内管的人太多了，住得又远又分散，逐一入户的话，在路上就要

用掉半天时间。加上我们没有车补，逐一入户的话车费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本来工资也不高，还要让我们出钱，我们就只能想其他办法完成工作了。”
（访谈记录，ＪＳ － Ｓ姓村医－ ２０２００７２６）
据２０２０年Ｙ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Ｙ省基层单位的人均年工资仅为４ ２５

万元，但据笔者走访调查，个别乡村医生的人均年工资不足３万元。同时，一
个村卫生室仅由２—３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卫生室人力财力资
源极度匮乏，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已然是正常现象。在相对匮乏的资源支持下，
基层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协调也显得苍白无力，同时也无法调动其他主体在健康
扶贫领域的合作意愿。

但是在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Ｓ镇还是对标完成了上级政策任务。对其执
行过程进行观察，Ｓ镇在执行上级任务时，虽然治理能力不足，但借助信息优势
和政策的模糊化设定，汲取了剩余控制权，从而策略化地落实上级政策，借此
在形式上完成了上级目标。但其对下层“重数量轻质量”的副作用愈发凸显，
导致后期工作积压，健康扶贫的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四） Ｊ县Ｍ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敷衍式应对
对基层政府而言，脱贫攻坚不仅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更意味着斩断穷根，

易地扶贫搬迁即为斩断穷根的举措之一。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
问题，Ｙ省出台了相关文件以指导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同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
具体措施设定了详尽的标准。其中，在住房建筑面积标准方面，严格要求建档
立卡，搬迁人口每人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２５平方米，６人及以上户也不得超过
１５０平方米，这些可观可测的易地扶贫搬迁检查验收标准，极大程度上压缩了基
层政府自由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剩余控制权。故Ｊ县Ｍ镇在易地扶
贫搬迁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上级政策文件要求落实。

Ｍ镇安置点是Ｊ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且当地的搬迁对象也较多，
在传统“有房就有家”的观念下，政府提供房屋给贫困户，对贫困户而言本应
该成为一件“好事”，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谈起搬迁工作
时，Ｍ镇Ｄ姓村干部感慨道：

“我们村大多数人都靠地活着，大家都不想搬，加上搬迁后老房子要拆
除，他们就更不愿意搬了。但是上面下来了那么多名额，不想搬也得想办
法让他们搬。”（访谈记录，ＪＭ － Ｄ姓村干部－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在处理上级目标任务和政策对象“不想搬”的矛盾中，Ｍ镇先竭力挖掘潜

资源，完成前期的搬迁任务。但Ｍ镇产业基础薄弱，据统计，２０１９年Ｊ县易地
扶贫安置点配套设施投入仅为６１９６ ５万元，资金投入不足，资源整合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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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薄弱，弱治理能力的负面效应导致后期问题接踵而至。又因Ｍ镇无力保障
贫困户搬迁后的生活，只能暂时向贫困户妥协，默许贫困户不拆旧房，敷衍上
级政府检查。实际上，该执行策略既未有效满足民众需求，也未完成实际的政
策目标，仅是“按表填空”完成了考核。在面对搬迁“钉子户”和考核时间逼
近的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会无视考核目标，消极应付。

基层政府权力、资金、人员有限，但又直面人民群众，各种政策任务应接
不暇。在执行某些严格限定的政策任务时，面临上级硬性目标要求和民众需求
回应的双重压力，极易产生避事避责、得过且过的消极情绪，进而导致政策执
行中的敷衍式应对。

四、“比照式执行”的多重类型与行为逻辑诠释

（一）“比照式执行”的多重类型
为全面揭示和刻画“比照式执行”策略的类型构成和行为逻辑，本文将案

例要素进行提炼总结。不论是产业扶贫政策的在地化调整、危房改造政策的裹
挟式推进，还是健康扶贫政策的策略化执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敷衍式应对，
都离不开两个关键要素———权力博弈和能力匹配，上述４个执行类型亦围绕此要
素的强弱交互作用而展开。

根据上文论述，本文研究聚焦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本文所述剩余控制
权强弱，是指基层政府在政策模糊设定和信息权力作用下，策略化实施政策的
权力强弱；而治理能力主要指对上负责和对下服务目标中资源整合能力、协调
沟通能力、合作治理能力的强弱。在基层实践中，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强弱体
现在治理资源是否满足政策执行需求，能否有效沟通协调治理对象和其他相关
主体，以及外部协作水平。从表象上看，“比照式执行”偏向于形式主义，而从
实质上看，“比照式执行”有多重意涵，可以根据“权力－能力”二维矩阵归
纳为４种类型，即“适应型比照式执行”“被动型比照式执行”“主动型比照式
执行”和“敷衍型比照式执行”（见表３）。

表３　 剩余控制权与治理能力匹配类型
强剩余控制权 弱剩余控制权

基层治理能力强 适应型比照式执行 被动型比照式执行
基层治理能力弱 主动型比照式执行 敷衍型比照式执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适应型比照式执行
案例一中，Ｘ县Ｄ乡依托Ｌ乳液有限公司建立核桃加工厂，将“小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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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大产业”，在强剩余控制权和强治理能力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扶贫政策的
稳步落实，提高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其在落实上级政策任务过程
中，突破了“比照式执行”形式主义的外在表征，实现了政策的适应性落地。
Ｘ县Ｄ乡在政策执行中，依靠政策模糊设定和信息掌握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了优
势地位，获取了强剩余控制权。在强剩余控制权的基础上，Ｄ乡自主探索治理
模式，延伸核桃产业链，走出了绿色生态发展的路子。加之本地区强治理能力
的加持，高效高质完成了上级政策目标并回应了民众需求。

这正是上级政策顺利到达地方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体现，本文将此执行模
式概括为“适应型比照式执行”，此模式是在强剩余控制权和强治理能力的共同
作用下，推动政策执行的在地化调整，突破了“比照式执行”形式主义的外在
表征，实现了上级政策的适应性落地。
２ ． 被动型比照式执行
案例二中，相对于Ｄ乡产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推进，同属Ｘ县的Ｐ乡危房改

造政策则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Ｐ乡危房改造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危房改造相关
标准严苛，基层政府行动极大程度上受到上级发包任务的掣肘，无法获取策略
化实施政策的权力。即使借助本地区强治理能力完成了上级任务目标，但也留
下强制执行、民众不满的隐忧，此裹挟式推进政策的模式即为“被动型比照式
执行”模式。

“被动型比照式执行”是弱剩余控制权和强治理能力结合下的产物。对于某
些政策，上级政府会进行政策总体规划并设置相关执行模板和程序，基层政府
必须严格按照上级政策指南对标执行，导致基层政府的剩余控制权被严格限制。
因此，即便是具有强治理能力的基层政府也会被严格的考核目标掣肘，无法发
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难以有效回应民众需求。
３ ． 主动型比照式执行
案例三中，就治理资源而言，Ｊ县远不及Ｘ县，但即便资源不足，基层政府

也要“扛着走”。基层政府凭借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差”以及上级政策设定中
的“可操作性空间”获取了强剩余控制权。其在推进健康扶贫政策过程中，资
源、人力等治理能力虽严重不足，但其通过策略化方式仍然完成了上级政策目
标，交出了“完美”答卷，而这个“完美”只是形式上的“重量轻质”，并未
有效满足民众需求，本文将其归纳为“主动型比照式执行”。

“主动型比照式执行”模式受强剩余控制权和弱治理能力的交互影响，上级
政策中模糊化的执行设定以及信息优势为基层政府提供了策略化政策执行的空
间。但是，由于治理能力与任务目标不匹配，基层政府只能操纵强剩余控制权，
在政策执行有效性、实施成本可控性和绩效目标完成性之间寻求平衡，策略化
地落实上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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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敷衍型比照式执行
案例四中，Ｍ镇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呈现出敷衍应对上级政策任务的行

为选择。由于自身治理资源匮乏，治理能力薄弱，并且上级政策目标与执行程
序被严格限制，Ｍ镇只能选择“按部就班、一板一眼”的执行逻辑完成上级任
务。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民众需求，Ｍ镇更是难以有效回应，只能“按表填
空”应付上级检查，甚至出现“撂挑子”的行为，呈现出消极的应对策略，即
“敷衍型比照式执行”。

此模式在弱治理能力和弱剩余控制权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敷衍型比照式执
行”中上级政策设置了与绩效考核、执行政策相关的程序化规定，目标清晰、
考核明确、程序严谨，压缩了基层政府策略化执行政策的空间，加之本地区治
理能力薄弱，面对超负荷的任务目标和考核要求只能敷衍式应对。

（二）“比照式执行”的多重行为逻辑诠释
基于对“比照式执行”的多案例分析，可以发现“比照式执行”并不单是

悬浮于表面的形式主义，而是包含适应型、被动型、主动型与敷衍型多重行为
逻辑的执行模式。在“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下，上级政府不断下“捶”，层
层压实责任，要求下级政府根据上级文件开展政策落实。然而，上级政策在层
层下行的过程中，作为执行方的基层政府由于“不完全契约”的政策场景和先
天“信息控制”优势，在落实上级政策指令时存在剩余控制权博弈的空间，加
之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差异，其在政策“比照式执行”中呈现出了多重行为逻
辑（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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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比照式执行”多重行为逻辑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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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权力博弈－能力匹配”二维矩阵为研究视角，将政策执行中以
“实、制、谋、避”为代表的行动逻辑概括为“适应型比照式执行”“被动型比
照式执行”“主动型比照式执行”“敷衍型比照式执行”四重模式，从而揭示了
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现象的多重行为逻辑。

执行之“实”意味着政策的有序推进，指在上级政府重“捶”下，基层政
府依照本地区情况层层落实，凭借本级行政区域内的强剩余控制权和强治理能
力，凸显“政策目标精准落实＋民众需求有效回应”的行为逻辑，将外部资源
内化为自身动力，从而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达成。

执行之“制”即指“行动受制”，亦指基层政府在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下，
面对严格限定的政策任务时所表现出的“政策目标裹挟式推进＋民众需求无法
有效回应”的行为逻辑。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基层政府被严格压缩执行调适的
空间，而面对上级政策的目标考核，其依靠强治理能力裹挟式的完成上级目标，
无法有效满足民众的需求。

执行之“谋”遵循“变通完成上级任务＋民众需求无效回应”的行为逻辑，
基层政府凭借上级政策执行程序的模糊化设定和信息优势，获取了强剩余控制
权，从而变通选择政策落实方式，以弥补自身治理能力与完成目标任务所需治
理能力之间的差距，策略化完成上级政策目标，但是“重量轻质”，不能有效回
应民众的需求。

执行之“避”表现为“主动避责＋敷衍回应”的行为逻辑，指在全局性目
标任务情境下，基层政府因自身治理能力受限和极度压缩的剩余控制权，无法
有效完成上级任务目标，加之上级不断“下捶”的任务压力，只能遵循“避责
式执行”和“忽略式回应”的行为选择，一旦超过承受限度，便会“得过且
过”“敷衍搪塞”，导致任务目标和民众需求都无法有效回应。

因此，“比照式执行”中“实、制、谋、避”多重行为逻辑的出现是基层政
府在压力型科层体系中，面临“层层下捶”目标任务和“自下而上”乡土需求
的双重压力时，不同程度剩余控制权与治理能力耦合形态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亦是“比照式执行”在不同现实情境中的多重行为逻辑。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我国行政区域辽阔且不同地区基层治理能力各有差异，政策执行策略更是

难以详举，本文以“权力博弈－能力匹配”二维矩阵为基准点，将“比照式执
行”模式细分为“适应型比照式执行”“被动型比照式执行”“主动型比照式执
行”和“敷衍型比照式执行”４种类型，深度考量了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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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行为逻辑，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比照式执行”现象拓展了更加辩证、
全面的认识视野。

同时，基于对Ｙ省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度观察，基层政府“比照式执行”在
剩余控制权和治理能力差异的交互作用下呈现出多重行为逻辑。一是“适应型
比照式执行”，强剩余控制权和强治理能力下上级政策目标适应性在地执行，并
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二是“被动型比照式执行”，基层政府在弱剩余控制权和
强治理能力共同作用下，被动完成上级任务目标；三是“主动型比照式执行”，
强剩余控制权和弱治理能力联结影响下策略化完成上级任务的行为取向；四是
“敷衍型比照式执行”，基层政府在双重压力下，弱剩余控制权和治理能力不足
以支撑其完成上级任务，从而作出消极敷衍的政策执行选择。以上四重行为逻
辑作为基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的典型形式，展现了基层治理中基层政府政
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延伸讨论
不可否认的是“比照式执行”是基层治理中政策执行的客观表现形式，在

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下，基层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必然需要比照上级政策目标
开展各项治理行动。由于剩余控制权的强弱以及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差异，基
层治理中“比照式执行”现象的背后呈现出多重行为逻辑。“适应型比照式执
行”是“比照式执行”的正向状态，它是上级政策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得到了有
效落实。而“被动型比照式执行”“主动型比照式执行”和“敷衍型比照式执
行”则是“比照式执行”的负向状态，它是基层政府在面对上级政策目标压力
下作出的“重在形式、缺乏实质”的比照式策略选择，这也是治理实践和学界
共同批判的形式主义政策执行路线。

此外，本文研究还存在着不足，在田野调查和案例选择过程中虽然遵循
“代表性”原则，但是回顾数月的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笔者深切感受到基层
治理中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基层干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创造性和
本土性特征。本文以剩余控制权和治理能力为基准，考察了基层治理权力博弈
和能力匹配场景中“比照式执行”的四重行为逻辑，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
地对“比照式执行”现象进行抽丝剥茧，探索归纳该政策执行模式的类别与行
为逻辑，但也难免有管窥蠡测之嫌。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场景受到多重因素
的交织影响，并且同一个基层政府在执行不同部门的上级政策时是否同时存在
“适应型”“被动型”“主动型”“敷衍型”的“比照式执行”模式，其背后存
在怎样的政策执行场景及行为逻辑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田野调查和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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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ｅｔ Ａ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Ｈ，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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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ｆａｃｔ，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ｈａｍｐｅｒ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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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ＱＣＡ），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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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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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ｆｏｕ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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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９９１·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ＱＣＡ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Ｙｕ Ｓｕｎ，Ｙｉ Ｄｅｎｇ ＆ Ｌｉｎｚｈｉ Ｓｕｎ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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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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